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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科技组织作为全球科技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主体及核心力量，其治理进程的演进经历了多个阶段。从专业化科技社团的单一内部治理、制度扩散之下的多边治理，到融合多元行为体和多维治理机制的复合治理，在复合治理的背景下国际科技组织间互动频繁，呈现出交叉性、联合性和整体性的突出特点。究其演进动因，既源于全球科技治理的专业性制度需求，也得益于国际科技组织自身的制度能力。然而，国际科技组织在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进程中依然受制于独立性较弱、参与主体价值诉求差异、科技治理权力结构不均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为此，未来重构国际科技组织治理的新路径，需要推动自上而下的联合国机制实现渐进有序参与，同时以自下而上的治理创新形成全球科技治理的组织合力，使国际科技组织间合作的新范式为全球科技治理提供新的治理理念、方案与治理机制。面对当前内外部发展环境与发展条件的深刻变化，中国也需通过密切发展与国际科技组织的关系、引进和发起高水平国际科技组织、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等举措，积极运用国际科技组织的途径参与全球科技谈判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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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Mechanisms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in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Model Evolution and Path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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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ubject and core force in the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system, the evolution of the governanc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has gone through several stages. It has evolved from a single internal governance of profess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s and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under the proliferation of institutions, to a composite governance that combines multiple actors and multidimens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s.This evolution has been driven by both the need for a professional system of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and the institutional capacity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themselves. However, the participation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is still affected by a number of factors, such as weak independence, differences in the values and demands of participating actors, and uneven power structur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In this regard, the new path to restructuring the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in the future needs to promote the gradual and orderly participation in the top-down United Nations mechanism, and at the same time form an organizational synergy in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through bottom-up governance innovation, so that the new paradigm of coopera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can provide a new governance concept, programme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In the face of the current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China also need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glob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negotiations and governance through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organizations through the clos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organizations, the introduction and initiation of high-level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entre with global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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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科学活动自身的扩展性使其从产生之时就具备了国际化的特性。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科技发展的相关要素、活动、管理及其成果，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全面开展、有效实施及广泛共享[1]。科技与全球化的互动使得科技在快速发展、广泛应用和全球传播的同时，一方面基于科技自身的公共属性，广泛渗透到环境、贸易、发展等诸多领域，产生全球气候变化、国际技术贸易、“数字鸿沟”等诸多全球性议题，另一方面基于全球性技术创新和科技全球化扩散，规制全球科技活动的国际规则不断涌现，如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规则、全球专利合作的国际规则、国际技术出口管制规则等。全球治理在科技领域的衍生，使得各种公共和私人行为者在次国家层面、国家和国际层面采取行动，试图管控并改善全球科技发展的制度与规制体系。作为人类探索促进科技知识生产、流动和应用的规则、规范、制度及程序的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全球科技治理决定了人类科技发展的总体性程度[2]。与此同时，全球性科技活动的治理、全球性问题的科技治理、科技发展的全球风险治理、全球科技创新的规则治理等，超出了科学组织内部治理与单一国家科技治理的能力范畴，而科学共同体、主权国家政府、跨国公司、国际治理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会员主体参与的国际科技组织在科技治理舞台上不断活跃，被认为是弥补科学共同体内部治理与单一国家中心治理模式不足的重要支撑，以科学共同体和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科技治理逐步过渡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形态。由此，国际科技组织成为全球科技合作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
目前，学界对于国际科技组织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科技组织的功能及作用研究，如高嵘等[3]认为国际科技组织具有制定国际标准、国际规则、发起国家大科学计划与工程等功能，是全球科技治理的主要平台；二是国际科技组织的地理分布研究，强调国际科技组织对落户国家（城市）的影响以及国家发起和参与国际科技组织的国际影响，如邓发云等[4]关于国际科技组织对其总部所在地影响的研究。已有相关研究主要基于静态的描述和归纳，缺乏对国际科技组织治理模式形成和演进过程的探讨。为此，本研究力求分析国际科技组织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发展进程及其在此过程中的重要理论支持和功能表征，对国际科技组织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展开多元动因阐释，并基于当前国际科技组织参与科技治理面临的困境提出发展路径。
2 国际科技组织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发展进程
国际科技组织超越了国家的局限，在推进科技创新、提供科技服务、参与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1652年，德国成立了第一个有记录的跨国科技社团组织，激发了近现代国际科技组织的形成与发展[5]。18世纪的蒸汽机革命、19世纪的电力技术革命使得科学与技术紧密联系，关注科技问题领域的国际组织数量大幅增加，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兴技术革命更是加速了科技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进程引发全球科技治理，使主权国家的科技活动越来越受到多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约束，学者们开始反思“国家中心”的传统治理范式，倡导主权国家应接纳更多主体、采纳多中心路径，实现全球科技治理的范式调整。如Keohane[6]等学者提出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制度论，认为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或跨国的非政府组织是有目的的实体，通过制定或采取某些程序、规则和组织制度来调节、控制和管理，能够监督活动并作出反应；Alexandrescu[7]提出了按照功能组织技术化管理的国际市民社会；Hawkins等[8]将“委托-代理”模型引入到国际制度的研究中，发展出以国际组织为平台的多元化全球治理机制。各种不同治理理论的兴起为国际科技组织治理模式的演进提供了理论支撑，推动了国际科技组织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
2.1 专业化科技社团的单一内部治理
国际科技组织最初萌芽于科学家组成的专业化科技社团。Mitrany[9]认为技术问题的解决需要精深的知识和专门的技术，急需解决的技术问题需要技术专家们不涉及政治或冲突内容的合作行动，因为技术专家们会选择与政治、军事这些国家间高级政治无关的解决方案。Hale等[10]指出，当治理议题的解决只涉及一部分主体而并不需要国家强制力介入时，私人部门能够通过专业知识或其他能力解决一些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治理议题，治理机制是治理主体对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所应当采取合适方法的主流观念。因此，从功能主义和观念建构的视角来看，将组织机构的产生和变化完全视为由具体治理的议题属性决定以及参与主体认为什么类型的治理机制是合适的。
传统的科技治理是一种以科学家为主体进行的科学组织机构的内部治理。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科学家们基于科学知识发展的诉求，开展学术探讨、组织实验研究，探究自然奥秘，形成以学术圈为团体的学术社团。自然科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以非正式交流集会的方式作为信息传递的重要手段，从而形成无形学院式的非正式组织。最早的科学社团可以追溯到1652年德国成立“对自然好奇学院”（Academy of the Curious as to Nature）自然科学类学术社团。该团体以医学和自然科学为背景，出版了最早的科学刊物——《热门奇事录》（Ephemeriden or MICSUellanea Curiosa），介绍医学、植物学和生理学进展。这一时期，以这种学院方式促进了培根所倡导的实验科学的新型科技社团先后建立起来，如1700年成立的德国柏林学院、1745年成立的普鲁士皇家学院、1759年成立的巴伐利亚科学与人文学院等[11]。 随着科学活动的广泛开展，对知识的追求已经不是科学的唯一目的，对知识的实际运用和开发成为科学活动的重要目的，因而传统的科学社团开始致力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成果的运用，同时企业也开始与高校和科技社团联系，与科学家一道成立了一些应用科学与工业的协会。德国化学家学会就是响应科学与技术的紧密关系而诞生的，通过促进现代有机化学吸引了大量的国际会员。与此同时，科技社团的集成性凸显，各国的地区性科技社团开始呈现全球化的趋势，并逐渐转型为专业的国际科技组织，如1884年成立的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1884年成立的国际化学联合会（ICU）。
早期的国际科技组织是以专业化科技社团的单一内部治理参与全球科技治理，通过召开周期性学术大会、主办学术刊物，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与成果展示平台，推进知识的生产、流动、传播和转化应用，推动科技的原始性创新。以科技社团为基础的国际科技组织基于治理议题的变化，参与主体的观念变化从最初以科学探索为主的研究功能逐步转变为以科学交流为主的服务功能，进而拓展形成公共服务、国际合作、智库咨询等更加完整的功能系统，为科学技术的体系化和科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成为科学知识传播和科技创新相关制度的推动者，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2 国际科技组织的制度扩散与多边治理
由于专业化科技社团解决科学扩展问题的能力限度及全球科技治理的具体问题领域内差异化的制度需求，全球科技治理既需要功能性的国际科技组织，也需要政治性的“超国家机构”来推动。Haas[12]在功能主义合作中引入“外溢”概念，一方面是指随着某个技术领域合作的拓展，可能会涉及越来越多的其他技术领域，即功能性的外溢；另一方面，技术性合作要求政治上的配合与支持，即政治性外溢。国际科技组织开始呈现出制度扩散之势。这种扩散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纵向扩散，即在基础科学、工程学、医学、生物科学、交叉科学等相关科学学科领域，关注科技治理的国际组织数量大幅增加。根据国际协会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UIA）2021年出版的《国际组织年鉴》，以与科学技术关系密切的23个类目（基础科学、天文学、地球学、气象学、气候学、海洋学、水文学、地球物理学、地质学、资源、生物科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地理学、研究与标准、技术、科学、农业科学、工业、发明、环境、共同演化）作为国际科技组织的研究对象，目前国际科技组织大约有2万多个，分布在不同的科学研究领域[13]（见图1）。以基础科学领域为例，截至2021年共有国际科技组织3 290个，其中从建立时间来看，19世纪之前仅有24个，二战后组织数量实现了质的飞跃，以平均每10年新增293个的趋势持续扩散（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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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础科学领域国际科技组织数量的时间变化
二是横向扩散，即部分普遍性和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开始突破自己传统功能领域，向全球科技治理领域展示自己的存在。一战后，以保障国际和平与促进国际合作为宗旨的国际联盟通过了一项决议，成立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ICIC）。二战后，以李约瑟为代表的科学家意识到战后国际科学合作的重要性，提出创建新型国际科学合作机制[14]。1945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成立。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UNESCO发起主持的“国际水文计划”（IHP）、“人与生物圈（MAB）计划”、“国际地球科学和地质公园计划”（IGGP）以及“国际基础科学计划”（IBSP）等国际科学计划推动了基础科学的重大发展[15]。1967年7月14日，51个发起国在斯德哥尔摩签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于1974年在日内瓦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并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在1995年转型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其设定管辖的协议之一是《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一次将国际贸易规则与知识产权问题结合起来。另外，1992年成立的经合组织（OECD）大科学论坛，以及美国专利局、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等确立了一些国际或区域性科技治理的机构。
国际科技组织的制度扩散，形成了全球科技治理的多边主义。这一时期，国际科技组织逐渐从原有的跨国专业性科技社团转型升级为新的科技组织模式和管理规则，实现了数量上的增长和身份上的转化。其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分为3个层次：一是促进科技创新的全球治理，即以其他领域问题为主要目标但对促进全球科技创新有直接、间接影响的国际组织，如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在全球科技问题上的治理；二是科技创新领域的全球治理，即以全球科技创新为主要目标而开展的全球科技治理，如科学家学术团体组成的学会、协会及社团组织；三是支持全球科技创新的治理，即不同地区和国家为推动全球科技治理行动而推动设立的组织，如地区或国家层面参与全球科技创新的活动等。
2.3 国际科技组织参与全球科技的复合治理
[image: 图3]复合治理是指在某些全球治理议题领域内并行存在一系列彼此之间没有层级关系的治理机制[16]。近年来，在全球科技治理的研究中，不同治理议题领域的研究纷纷指出机制复合体现象的存在，例如气候变化、网络空间、海洋保护、北极圈、全球能源问题、生物基因等，研究表明，在科技治理领域中存在多元化的治理机制和治理主体，即不仅包括传统的科技治理中由科学共同体和国家之间建立的多边治理机制，也包括由非政府组织、国际治理机构、产业联盟等建立的国际标准、跨国监管框架、国际倡议与规范等。由图3可见，全球科技复合治理中的国际科技组织，既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普遍性的政府间组织，也包括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等专业性的国际科技组织，以及多元主体组成的行业联盟和市场主体建立的专业组织。








图3  全球科技复合治理中国际科技组织的形态
复合治理之下国际科技组织间互动频繁。扬[17]最先提出在具体问题领域国际机制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互动值得关注。Biermann[18]正式把研究国际组织间互动关系的理论称为“组织间主义”，提出组织功能重叠既是国际组织间合作的动力，但也是竞争与冲突的根源。这一时期，数量众多、功能重叠的国际科技组织并行存在且没有层级，在参与全球科技的复合治理中开始呈现交叉、联合和整体性的突出特点。
（1）交叉性。各类国际科技组织随着科学研究日趋多层次、多元化，自然科学的系统性、复杂性、综合性逐渐体现，涌现了大量新兴交叉学科领域的国际科技组织，对新学科和和新产业术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前瞻引领和积极促进作用。以ICSU为例，从1931年成立至今，ICSU不断吸收和发展会员，逐渐发展成为成员覆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通过开展各类研究计划，支持从发现到应用的所有科学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行为、数据和技术科学等所有学科，构建全球科研合作网[19]。 
（2）联合性。国际科技组织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组成各种形式的科技联合组织；此外，还注重与联合国等国际治理机构联合行动，联合举办相关活动，汇集合作伙伴。以WFEO为例，其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合作伙伴，积极参与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其工程环境委员会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气候谈判联络中心，提出了工程在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方面的特点和重要性；此外，还通过常设技术委员会与气候公约和协议中不同组织达成合作，如有关气候变化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的联合项目，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20]。 
（3）整体性。国际科技组织在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中越发强调科学系统的内在整体关联性，各大小科学系统之间是密切配合、相互依存的完整统一体，纷纷发起或参与全球大科学计划及大科学工程，参与到科技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如ICSU发起的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计划（GEC），旨在推动全球科学家在全球变化科学领域的整体性和交叉性研究，由“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和“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HDP）4个国际科学计划组成，在四大计划研究成果的支撑下，催生了一个全新的综合性应对全球可持续性地球系统的研究总体计划——“未来地球计划”（Future Earth）[21]。
3 全球科技治理下国际科技组织发展的动因
随着人类共同的科技问题和挑战日益增多，多元主体对科技全球化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科技成果开发和利用的难度日益增大，组织和协调科技全球化的全球性科技规则和议事制度日益复杂，国际科技组织逐渐走向全球科技治理的中心，在超越“国家中心”治理的同时不断演进。究其演进动因，既源于全球科技治理中的专业性制度需求，也得益于国际科技组织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制度能力。
3.1 全球科技治理中的专业性制度需求
科学技术问题、科技活动、科技体制和科技活动管理的全球化以及科学技术成果的全球影响，使得科技活动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全球合作的科技治理主要源自两方面的需要：一是大量科技活动超越一国的范围，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科技的研发、转移、生产等需要遵循共同的规则；二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所带来的挑战与科技发展密不可分，它们或源于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或其解决有赖于科技手段的不断进步，而且此类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超越了国家管辖权与现存的政治经济联盟，亟须全球合作、进行全球治理。全球科技治理的核心在于建立一种有益于科学知识生产、流动和应用的全球制度和规制体系。由此，全球科技治理产生了如下两类专业性的制度需求，为国际科技组织提供了制度参与的空间。
第1， 建立管理全球科技活动的国际制度。全球科技活动包括国际学术交流、国际科技合作、国际技术转移等，这些活动的有序进行需要主权国家、学术共同体、市场主体、公民社会等多元行为体遵循各种国际科技规则以保证科技全球化的有序发展。按照全球科技活动的范围，管理全球科技活动的国际制度可以分为3类：其一，为了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以科学家为基础的学术共同体需要确立适当的学术交流规范，建立全球科技活动的学术规范和行为准则；其二，由于科技活动产出的潜在经济效益，要求参与全球科技活动的个人、机构以及国家必须共同遵守一系列相关的基本准则，如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规则、全球专利合作的国际规则、国际技术出口管制规则等，需要建立市场规律在科技范畴应用的全球性准则；其三，科技活动在知识产出、转移和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需要由一定的国际组织管理，如跨国专利申请、制造领域中的技术标准问题等，需要遵循国际性科技的制度框架，建立相应的国际组织，为科学技术的生产、流动、应用进行调整和规范提供制度支持。
第2， 治理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制度。全球极端自然灾害、全球性传染病、能源短缺等问题大幅增加，使得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能源可持续利用、可再生能源开发、深海、极地、太空等公共疆域探索开发等问题成为新的全球治理议题[22]，科学问题日益全球趋同化。与此同时，一些关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的研究主题，如环境、资源、生态变化、健康等，日益受到科学界的关注。全球科技治理涉及运用科技手段解决全球治理遇到的难题，制定共同应对的措施和议事规则，建立全球性的组织和制度协调促进人类共同的利益[23]。为了实现以上目标，首先要培养持续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科学研究能力、跟踪和推动科学前沿发展的领域，以及研究成果的交流、共享、评估、承认等，因而需要建立全球化的学术交流共享及评价机制[24]。其次，全球性问题的跨学科、多学科交叉及复杂化，使得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形成了大科学特征。海洋探测、极地开发、太空站、人类基因等项目需要不同专业知识结构优势互补，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互相协作、不同地区的科技资源共享，需要建立全球化的科技合作及联合机制与组织。最后，由于工业和学科领域的专业化程度加深、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科学技术可靠性增强，科学权威日益转化为社会认同，协调不同的治理主体，或自发、或响应号召，通过交流、讨论和共同采取行动从而推动科学制定的产业标准、国际规则及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显得十分必要，需要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国际机制。
3.2国际科技组织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制度能力
国际科技组织作为引领、组织、推动国际科技合作协同与人类科学进步的重要主体及核心力量之一，在全球科技领域积累了崇高的国际威望和丰富的治理经验，在议题设置、标准及规则制定、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的治理能力满足了全球科技治理的制度需求。
第一，国际科技组织推进了全球科技治理的优先议题设置，促进了全球科技议题的动态调整与变革。国际科技组织为促进其成员国或成员国间在国际科技的专业领域进行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一般会定期召开各层级工作会议以及国际会议，在这些会议中，议题的设置与推进是国际科技组织的核心关切。国际科技组织会根据全球科技发展动态、全球性科技风险的演进态势及当下社会的科学治理需求，促进议题的动态调整与变革。2021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通过中国科协及所属全国学会加入的、具有代表性的100个国际科技组织为研究对象，通过搜集梳理其官网中所展示的会议议题进行归纳总结发现，国际科技组织议题设置兼备专业化和国际化，既关注当下热点事件，如新冠病毒的预防，也注重全球的长期发展目标，如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等的研究[25]。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共政策领域由政治领域转移到专业知识领域，国际科技组织通过定期会议、论坛机制，确定全球科技治理的优先议题，以自身的科技优势参与或影响全球政策的制定。
第二，国际科技组织以专业智识进行科技鉴定与评价，确定国际技术标准与规则，增强全球科技治理的权威。国际科技合作得以顺利进行，需要通过专业的科技鉴定与评价活动确立共同认可并遵守的国际标准。国际标准一般由全球公认的机构批准和发布，包含规则、准则、过程或特征。目前，国际科技组织中有两类标准化组织：一类是专门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如1947年成立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906年成立的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1865年成立的国际电信联盟（ITU）。目前，ISO已经制定了超过24 194项国际标准，所有标准都包含在ISO标准目录中[26]。 另一类是专业的学术组织。如IEEE将标准制定工作定位为顶级发展战略，目前拥有1 000多个现行的产业标准及500多个正在制定中的标准[27]。与此同时，国际科技组织也在积极发挥专业优势，通过制定规则以及为规则制定者提供有关全球性议题的信息、咨询意见和指导方针，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
第3， 国际科技组织以灵活的机制构建起全球化的学术交流、产学研合作、科技治理网络。国际科技组织具有强大的学术交流和共享能力，主要体现在其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活动策划和安排上，如举办或策划高端前沿的国际会议及论坛、出版有影响力的高质量学术期刊作为知识交流的产品、组织实施重大国际科研项目、搭建体现最新科研进展的交流平台、创新学术交流共享机制、组织跨学科学术交流活动、开展信息平台建设等。国际科技组织通过以上多种合作方式，构建起全球的科学技术交流网络。以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为例，ISSC定期举办世界社会科学论坛，通过论坛搭建起研究者、投资者、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国际交流平台，就全球重要的课题进行辩论，以此决定国际社会科学未来的优先课题。此外，国际科技组织具有灵活的沟通和协调能力，通过协调不同的企业和学术界伙伴，或自发、或响应主权国家号召，通过交流、讨论和共同采取行动，从而推进产业标准和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并使之向产品和服务转化。如WFEO致力于将可持续性融入全球工程和工程教育的实践中，制定了可持续发展实务守则，并将该守则纳入全球工程实践的举措，对提高工程的可持续性知识和实践起到协同作用。
4 国际科技组织参与科技治理的局限性 
随着科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范围内的科技活动治理、涉及全球的科技问题治理、全球性科技发展所面临的风险治理，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创新规则治理呈现出错综复杂的交织态势，全球科技治理体系不断演进，呈现出各行为体之间复杂、多变和持续的互动进程，国际科技组织作为多元行为体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平台，如何在多治理主体并存的模式下增强主体间的协同效应、提升治理的有效性，仍存在诸多困境。
第1， [bookmark: _Hlk126336080]国际科技组织受制于国际法地位、资源的有限性，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独立性较弱。国际科技组织虽然包含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但是从现有的统计数量上看，非政府国际组织是目前国际科技组织的主要组成形态，而非政府国际科技组织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这无疑影响了其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有效性。尽管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下简称“经社理事会”）根据第 1296（XLIV）号决议，允许非政府组织与经社理事会建立咨商关系，使得非政府组织能间接取得一定的国际法地位，但是申请咨商地位的条件和程序严苛且复杂，同时咨商地位被划分成普遍资格、特殊资格和列名资格3类，不同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享有的权利也有明显区别。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法地位的局限性，非政府性质的国际科技组织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往往力不从心。与此同时，非政府国际科技组织拥有有限的物质性组织资源和非物质性组织资源。物质性组织资源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如财政捐款、补贴等。依据大多数非政府国际科技组织建立的初衷，为保持组织的独立性，组织必须具有独立的财政来源，但大多数组织在实际运营中都面临财政危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便是最好的例子。1983年，美国指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通信领域不遵守零名义增长预算的要求，并“敌视自由社会的私人机构”，宣布对该组织没有财政义务。2011年，美国又再次以UNESCO接纳巴勒斯坦为正式会员国而停止支付会费，使得UNESCO的核心预算资源出现28%的缺口[28]。非物质性组织资源则主要指国家对非政府组织的开放和包容程度。由于科技的特殊和敏感性，科技政治化、安全化使得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会限制非政府国际科技组织的对外关系。
第二，国际科技组织内治理主体间价值诉求存在差异，容易形成治理博弈。国际科技组织的多元性体现为其会员主体是多元行为体。目前，国际科技组织的会员主体按类型可以分为3类：一是科学共同体形成的非政府专业组织对科技活动的治理，主要体现在研发伦理判断、研发规则制定、科技问题咨询、学术交流等方面；二是市场主体以国际科技组织为平台，在全球科技活动中推动形成行业规范与行为约束机制，如行业技术标准的制定等；三是各国政府以国际科技组织为平台对科技活动的治理，主要体现在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和国际技术转移等方面。不同的会员主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球科技治理，但科学共同体、市场主体、主权国家在面对科技活动的管理与全球性问题的科技治理时存在各自分散的政治偏好与利益联盟。具体表现在：科学共同体认为科学知识是公共产品，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科学范式之下的研究、分享不受国家地理边界的限制。但是，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当科学研究工作实现了获取对手和竞争者无法得到，且对健康、安全、环境及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变革的知识时，拥有高科技领域技术知识的绝对优势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权迅速政治化，上升为一国的国家利益，主权国家就会倾向于垄断科学知识的所有权，对科学研究结果的发表和交流设置严格的限制。此外，市场主体天生具有逐利特性，技术标准和规则的确定意味着差异化的收益或损失，使得市场主体形成产业联盟，参与专业协会、地区和国际间共同体组织，力求通过市场力量影响标准、规则的制定。与此同时，由于科技活动的复杂性，在全球科技治理中并未有一个统一的制度安排，也缺乏发挥主导作用的特定国际科技组织，这就使得多主体参与的国际科技组织在全球科技治理中形成治理博弈。
第三，全球科技治理的权力结构失衡，压缩了国际科技组织的制度参与空间。全球科技治理的规则制定与执行中的权力关系形成了全球科技治理的权力结构[29]。当前，在全球科技治理中存在两种权力的失衡。第一种是国际科技组织内部治理主体间的权力失衡。随着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凸显，推进科技发展成为国家的核心战略。此外，以人工智能、5G技术、自主无人系统、数字基础设施、量子科学、基因编辑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改变了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科学技术产生的效应不仅需要从经济角度看待，而且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安全、政治和治理问题。国际上对技术优势的争夺愈发频发，国家对科学技术活动的管理也愈加严格，科学技术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绑定使得全球科技治理的权力逐渐“上沉”，主权国家处于全球科技治理的结构性领导地位，成为当前全球科技治理中的核心治理主体，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独立性、影响力受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21年美国政府下发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禁令，在其影响下，Wi-Fi联盟（WFA）、蓝牙技术联盟、固态技术协会（JEDEC）等国际科技组织纷纷终止华为的会员资格[30]。第二种是南北国家间的科技治理权力失衡。由于全球产业分工不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与科技治理的话语权相挂钩，与此相对应的是国际科技组织总部所在国的分布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对于拥有更多国际科技组织总部或秘书处的国家而言，该国的学者有更多的机会担任该组织理事会、秘书处、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重要管理职位，可以有效扩大该国在国际科技组织及相应科技领域中的影响力[31]。从中美两国拥有的基础科学、工学、农学、医学学科的国际科技组织总部比较可知（见图4），美国在各学科都以较大幅度领先中国，体现了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南北国家间科技治理的权力不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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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21822669]图4  2021年中美两国国际科技组织总部数量对比
注：相关数据来源于国际协会联盟的《国际组织年鉴》。
5 国际科技组织参与科技治理的路径选择
国际科技组织作为汇聚多元行为体的重要治理方，在全球科技治理的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各国之间的科技竞争所导致的权力变迁和利益计算，全球科技治理进展变得更加缓慢，未来国际科技组织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路径亟需改革。De Serpa Soares[32]指出，国际组织虽具有不同功能、优势和专业知识，但拥有共同的目标；为了实现那些共同的目标，国际组织必须在专业化发展的同时与不同的行为体合作，做到包容和有效行动，以加强集体努力。由此可见，国际组织间合作是国际组织理论和实践的新范式，并将成为国际科技组织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新的路径选择。
第1， 自上而下推动联合国机制与国际科技组织的合作，实现有序参与。科技治理的日趋安全化使得主权国家逐渐成为核心治理主体，这也意味着主权国家普遍参与的联合国机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联合国机制对科学、技术革新合作、建立建设性的国际伙伴关系、促进知识交流、分享新型国际科学合作机制都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专门机构以及新设立的一些科学委员会机构，为全球科技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持，将汇聚多元主体的各类国际科技组织纳入联合国推动的全球科技治理进程中，提供专业支持、科学咨询、推动科学交流与合作，是联合国引领新时期全球科技治理的新方式。但由于国际科技组织涉及主体较多且日益活跃，推动联合国机制与国际科技组织的合作需要加强国际科技组织参与机制的构建。结合《联合国宪章》第71条以及经社理事会第1996 /31号决议确立起来的经社理事会与非政府组织建立咨商关系的原则、程序、类别、权利、义务、监督机构等，应为国际科技组织参与科技治理设置以下规范：（1）实现包容性的参与。《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咨商关系决议》规定，凡非经任何政府实体或政府间协议建立的这类组织，均应视为非政府组织，包括接受政府当局指定之成员的组织在内，但此种成员须不妨碍该组织自由意见之表达，涵盖国家、分区域、区域或国际各级的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科学活动的管理、全球性问题的科技治理需要科学共同体、市场主体、政府的共同协作。虽然联合国及主权国家对科学活动的管理、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公约及政策的制定具有决策权，但是科学共同体、市场和社会均是科技议题从传媒议程向公众议程、政策议程转化的关键参与者，而且发挥参与对象的包容性是科技治理民主化的重要体现。（2）妥善落实国际科技组织的参与激励机制。推动非政府组织与经社理事会建立咨商关系，其中享有一般和特别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可以作为观察员参与经社理事会召开的公开会议[33]。此外，要鼓励非政府组织通过一定程序与联合国新闻部（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DPI）建立联系，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基层宣传联合国的工作。通过取得经社理事会的咨商地位以及与联合国新闻部建立联系网络，既可维持已获得观察员身份的国际科技组织的参与积极性，也鼓励了新兴的国际科技组织通过“晋升机制”与联系渠道扩大自己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范围，进而发挥自身影响力。
第2， 自下而上促进国际科技组织间的合作，凝聚全球科技治理的制度合力。随着新兴科技的发展，科学的跨国界外溢效应使得全球科技治理需要更有高度、强度、广度、深度、更加多元、创新的国际合作模式，而国际科技组织具有不同的功能、优势、专业知识，使得国际科技组织间合作成为创新且有效的治理新范式。尽管当前国际社会尚未有超越国际科技组织的全球科技权力实体，但在科技治理的行业领域及跨学科领域，以国际科学理事会、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等为代表的国际科技联合组织普遍且多元。国际科技联合组织通过扩大会员类型的方式，将某一细分领域内的国际科技组织纳入其多维的会员体系之中，以此发挥集体性影响，因此，促进国际科技组织间合作需要推动国际科技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为其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和完善的制度体系。首先，建立规范有效的组织治理。国际科技组织的治理结构包括国家和附属会员、国际会员、准会员、非正式会员、技术会员等会员类型的划分，大会、执行理事会、秘书处、委员会等组织架构的设立，以及各部分权责利的分配、制衡关系、配套机制的确立。事实证明，国际知名科技组织都具有完善的内部机构设置。其次，国际科技组织间的联合智识供给。国际科技组织的专业性决定了其肩负的科技在全球的传播、管理、应用以及针对全球性问题提供科学解决方案的责任，因此，国际科技组织需要密切跟踪国际和国别学科发展动态，合作策划、举办有影响力的全球或地区大型会议或论坛，发起国际性的倡议或号召，组织实施国际重大科研项目，及时发布全球统计分析以及未来趋势发展预测等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组织间联合为全球科技治理提供科学化的决策智识。最后，共同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大科学工程。科学无国界，科学只有通过跨国界的交流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WFEO、ICSU等国际知名科技组织的影响力往往来源于其在专业化发展的同时，与不同的行为体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参加与全球科技治理的核心议题相互衔接配合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实践证明，国际知名科技组织通过建立组织间合作，能够成功地搭建起全球科学和知识专业性伙伴关系、全球科技治理议题公众传播伙伴关系、全球科技经济商业伙伴关系。由此可见，国际科技组织间合作在当前全球新兴科技发展及未来的全球科技治理中是值得推广的治理新模式。
6 结论与讨论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世界主要国家的竞争与博弈开始进入以科技为基础的新领域。面对科技日益政治化、安全化倾向，全球科技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凸显。本研究关注全球科技治理中国际科技组织的发展与运作机制，认为国际科技组织在全球科技治理进程中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演进。从科技社团的单一内部治理到制度扩散之下的多边治理，再到融合多元行为体和多维治理机制的复合治理。作为全球科技治理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国际科技组织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受制于独立性较弱、参与主体价值诉求差异、科技治理权力结构不均衡等因素的影响。为了重构国际科技组织治理的新路径，文章提出了以国际组织间合作的新范式成为指导国际科技组织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新路径。在具体路径选择中，一是以自上而下推动联合国机制与国际科技组织的合作，实现有序参与；二是自下而上促进国际科技组织间的合作，凝聚全球科技治理的制度合力。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战略性和关键性领域人类社会即将完成新一轮范式变革，即将迎来新一代科学技术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爆发期。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环境也面临着复杂深刻的变化。从外部变化看，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科技日益政治化、安全化，全球科技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凸显，世界主要国家的竞争与博弈开始进入以科技为基础的新领域；从自身条件看，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中国高质量发展目标实现的关键痛点。面对内外部发展环境与发展条件的深刻变化，中国于2021年出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的重要指导方针；同时，把支持在境内设立国际科技组织作为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从而积极推进中国科技开放合作的重要方面。 值此新时期，国际科技组织必将给一国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中国想要做强创新“引擎”，开展全球科技协同创新，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还需进一步加强国际科技组织的参与度，积极运用国际科技组织的途径参与全球科技谈判与治理，具体包括密切发展与国际科技组织的关系、引进和发起高水平国际科技组织，以及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等。
首先，在国际层面，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科技组织及跨国政策网络等在科技治理领域合作中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因此，中国需要鼓励国内的科技类社会组织通过多种途径参与中国在科技治理领域的公共外交活动，加强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科技组织以及各种跨国倡议政策网络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推动他们在科技议题领域的国际合作，利用他们在国际学术交流会议、论坛等重要场合讲述中国科技政策与行动方案，传播中国的科技合作与治理理念，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其次，在国家层面，从历史和现实状况看，国际科技组织总部或秘书处落户集中的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科技领域中就有较大的决策力与影响力。尽管近年来中国引进和发起了一些国际科技组织，但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力均尚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以上海为例，据调研和统计，目前在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登记注册为“涉外社会组织”的国际组织在华机构或中国发起的国际组织总数只有40余家，其中聚焦科技领域的组织数量更少。国际科技组织的匮乏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参与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潜在短板。因此，需要完善国际组织管理和国家外交外事管理机制，以制度弹性保障国际科技组织的引进、发起门槛及标准，为国际科技组织提供中国支持。
[bookmark: _Hlk126409044]最后，在城市层面，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需要排头兵和先行者，率先为全国探索引领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经验与新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明确要求，上海要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积极参与、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开展全球科技协同创新。高水平国际科技组织的落沪，是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乃至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关键性举措和标志性指标之一，作为中国城市探索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重要落脚点，通过引进和发起高水平国际科技组织，可以助推上海成为中外科技创新“双循环”和全球科技协同创新网的战略连接点，有效推动上海已有科技创新资源与竞争优势持续扩大全球辐射力和影响力，有力支撑上海牵头发起与组织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大幅扩大上海已经形成并不断扩展的重大科学设施与科学装置集群对全球科学界的辐射与集聚效应，为上海打造参与国际科创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使上海在设置全球科学前沿议程、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吸引和聚集高水平科创人才、推动科技进步引领产业革命等多个方面拥有前所未有的决定性与战略性赋能。


参考文献：
[1] GERYBADZE A, REGER G. Globalization of R&D: recent changes in the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 i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J]. Research Policy, 1999, 28(2/3): 251-274.
[2] 薛澜,陈衍秦,何晋秋,等.科技全球化与中国发展[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336.
[3] 高嵘,古祖雪.超国界的契合与回响:试论国际组织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影响[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23(2):52-57.
[4] 邓发云,闫月勤,邱红平.国际科技组织对总部所在地影响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5):97-105.
[5] 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美英德日科技社团研究[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126.
[6] KEOHANE R O. Internation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M]. Boulder: Westview Press,1989:3.
[7] ALEXANDRESCU M. David Mitrany: from federalism to functionalism[J]. Transylvanian Review,2007,16(1):20-33.
[8] HAWKINS D G, LAKE D A, NIELSON D L, et al. Delegation and agenc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M].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3-38.
[9] 多尔蒂,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阎学通,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550.
[10] HALE T, HELD D. Editors’ introduction: mapping changes in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M]//HALE T, HELD D. Handbook of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new institutions and innov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1:1-36.
[11] 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美英德日科技社团研究[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128.
[12] HAASE B.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the universal proces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61, 15(3): 366-392. 
[13]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国际组织年鉴数据库[DB/OL].(更新日期不详)[2022-05-02].https://ybio.brillonline.com/.
[14] 李约瑟.科学的地位以及战后世界组织中的国际科学合作[J].科学文化评论, 2018, 15(1):34.
[1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创造可持续未来[EB/OL].(更新日期不详)[2022-04-15].https://zh.unesco.org/themes/science-sustainable-future.
[16] RAUSTIALA K, VICTOR D G. The regime complex for plant genetic resource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4, 58(2): 277-309.
[17] 扬.世界事务中的治理[M].陈玉刚,薄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56-158.
[18] BIERMANN R. Inter-organization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J]. Studia Diplomatica, 2009,62(3): 7-12.
[19]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国际科学理事会[EB/OL].(2021-03-31)[2022-04-23]. https://www.ciste.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60&id=2286.
[20] WORLD FERDERATION OF ENGINEERING ORGANIZATIONS. The WFEO declaration on climate emergency [EB/OL].(更新日期不详)[2022-05-05]. https://www.wfeo.org/the-wfeo-declaration-on-climate-emergency/.
[21] 张丽华.国际三大知名科技组织规则与运行机制[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8:194.
[22] 包国光,李树业,曹东溟.科学技术与全球性问题的复杂关系[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1):51-53.
[23] THE ROYAL SOCIETY. Knowledge, networks and nations: glob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EB/OL].(2011-05-11)[2022-05-15].https://royalsociety.org/-/media/Royal_Society_Content/policy/publications/2011/4294976134.pdf.
[24] BEAVER D, ROSEN R. Studies in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Part I: the professional origins of scientific co-authorship[J]. Scientometrics,1978,1(1): 65-84.
[25] 刘伊铎.关于国际科技组织议题设置的几点思考[J].今日科苑,2021(4):30-36.
[26] ISO.Energy Management:ISO 50001[S/OL].背景：ISO,2018:2[2023-7-14] https://www.iso.org/iso-50001-energy-management.html.
[27] 杨书卷.美国IEEE科技社团运营模式的案例分析[J].学会,2017(5):28-34.
[28] HÜFNER K.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UNESCO after 2011: political reac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consequences[J]. Global Policy, 2017,8:96-101.
[29] 邢怀滨,苏竣.全球科技治理的权力结构、困境及政策含义[C]//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东北大学.全球化视阈中的科技与社会:全国科技与社会（STS）学术年会（2007）论文集.北京: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2007:274-281.
[30] 戴长征.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岂容阻断[EB/OL].(2019-06-04)[2022-05-16].https://news.gmw.cn/2019-06/04/content_32890918.htm.
[31] 罗学优,程如烟.国际科技组织的地区和国别分布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3,33(2):237-241.
[32] De SERPA SOARES M. The necessit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M]//QUAYLE P, GAO X. Good governance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Leiden:Brill,2019:241-250.
[33] 袁桂清,潘旸,石朝云,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期刊品牌建设与发展对策研究[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0,21(3):257-264.

作者简介：杨理伟（1994－），女，宁夏固原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联合国与国际组织、全球治理。

1

image4.png
HE/

1400

1200

1000

ER#Y

s02

L)
EE]




image1.png
e ]

#A I 5 612

WS I 3 333

HIEY I C 017

EY I ¢ 599

i

iz Bk
Y I 1210

AUHY I | 00
HFEY - 1 098

HHEEF | 102

BYY EEE 600
SEY - 10
S&Y EE 693
HHY . 5 57
FU¥ EEE 148

Euiy I 236

0 2 000 4000 6 000

8 000 10 000

s/ 4

12 000

12 109

13645

14 000

16 000




image2.png
/B




image3.png
ik
ER#EEES (1050)
HRTRANGEES (VFEO) B AR
...... BaRRAR
HRIRFER (VIPO)

HrEFRRE

I Wi-Fi KSR (FH)
BT ERE (E1) >

HRER

EFEABE (Bluetooth SI6)

Bl fEANhE (JEDEC)





